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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言

□ 张 汀

“一年明月打头圆”，农历正月十五是我

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西汉时期，汉武帝

刘彻诏令司马迁等人议造的“太初历”，确立

正月初一的“岁首”地位，也让正月十五这天

成为新年第一个月圆之夜。

人们在这天向上苍祈求雨水丰沛、农桑

丰收，女性在这天许下觅得良缘的愿望，皇家

在这天，拜谒汉代崇尚的天帝和至高神“太一

神”。《史记·乐书》有载：“汉家常以正月上辛

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这也被

许多人视作正月十五祭祀天神、点灯观灯传

统的开端。

开工之前最后一次大型休
闲娱乐活动

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将佛教引入中原，

为了弘扬佛法，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

院“燃灯表佛”。随着佛教文化影响的扩大、道

教文化的加入和皇家祭祀仪式的加成，正月

十五夜燃灯的习俗，逐渐在全国扩展开来。

南北朝时，梁武帝笃信佛教，于是在正月

十五大张宫中灯火。唐朝时，中外文化交流更

为密切，佛教大兴，仕官百姓普遍在这一天

“燃灯供佛”，灯火于是遍布民间。自此，正月

十五张灯即成为法定之事。

从宋代开始，“元宵”一词开始出现在文

献典籍中，例如南宋周必大的《平园续稿》载

有“元宵煮浮元子，前辈似未曾赋此”。元代有

“爱元宵三五风光，月色婵娟，灯火辉煌”，明

朝的元宵灯会持续时间很长，自正月初八到

十七，整整十天，以显示歌舞升平。

清朝，满族入主中原，宫廷不再办灯会，

民间的灯会却仍然壮观。由此可见，元宵节以

其特有的文化底蕴与天然的文化亲和力，受

到人们的拥戴并植根于民众的心中。

由于元宵节诞生之初曾承担皇家祭祀职

能，元宵之夜需要通宵礼佛，宵禁由此暂停。

这天晚上，民众不仅可以进行祭祀祈福，还是

长期受礼法约束、尤其是平日被限制在家的

古代妇女，一年一度难得的出门社交契机。人

们自由外出、游玩赏灯，也是年轻男女乘机会

见意中人的好时机，真可谓“见许多、才子艳

质，携手并肩低语”（北宋李邴《女冠子 (上
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元宵节，被视为“过年”的终点，呈现的

是春节的高潮与尾声。民间常说的“过年”，

“过”的既有新年又有旧年。人们从农历腊月

初八到大年三十，是跨过了旧年；从正月初

一到正月十五，正式跨到了新年。正月十五

的“闹元宵”，就是人们在正式开工之前，从

家庭成员之中走出，进行的最后一次大型休

闲娱乐活动。

元宵节的一切活动以“闹”为核心

元宵节的一切活动以“闹”为核心，人们

舞龙灯、放花灯、踩高跷、集体祭祀等。与跨

“旧年”时的阖家团圆“守岁”不同，这种“闹”

更接近集体性，是新年里第一次接近“狂欢”

属性的大规模集体活动。这也意味着“年”的

结束，人们又要进行新一年的生产生活，重新

回到社会秩序中去。

“回到社会中去”的人们，在创造闹元宵

的方式上毫不吝啬才华，体现了我国古代城

市生活的异彩纷呈。人们在祭祀祖先、祈求兴

盛的时候，既有宏大隆重的仪式，又往往会在

其中增添一些娱乐色彩。

隋朝，《隋书·柳彧传》记载：“窃见京邑，

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

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

服，倡优杂技，诡装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

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描述的是京

城与外地州城的人们，在正月十五月夜集会

娱乐，鼓乐喧天，火炬照地，化装游行的队伍

填满街巷的场景，颇有现代西方社会“万圣

节”“狂欢节”的风格，元宵的热闹场景可窥一

斑。但这在当时是新兴的城市节俗，被保守官

员上书抨击，认为元宵狂欢不顾男女有别，不符

封建礼法，应当禁止。

到了唐代，都城平时有宵禁，私自夜行者会

被处以重罚。但在元宵节期间，官府会下令特许

打开坊门，弛禁三夜，任由人们彻夜狂欢。唐中

宗李显还曾带着公主、宫女等数千人，微服出

行、踏月赏灯，并让宫女们“衣罗绮，曳锦绣，耀

珠翠，施香粉”。唐刘肃《大唐新语》记：“京城正

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

臣戚属及下俚工贾，无不夜游。”在国力空前强

大的唐朝，东都洛阳、江南扬州、西北凉州等地

的元宵节同样热闹，处处张挂彩灯，人们还制作

巨大的灯轮、灯树、灯柱等，满城火树银花。

在封建社会标榜的君民同庆上，宋代元宵

节达到了新的高度。北宋 《东京梦华录》 有

载：“正月十五日元宵⋯⋯奇术异能，歌舞百

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击丸蹴踘，

踏索上竿⋯⋯至正月七日，人使朝辞出门，灯山

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横列三门，各有

彩结金书大牌，中曰‘都门道’，左右曰‘左右禁

卫之门’，上有大牌曰‘宣和与民同乐’⋯⋯宣德

楼上，皆垂黄缘，帘中一位，乃御座⋯⋯万姓皆

在露台下观看，乐人时引万姓山呼。”在元宵节，

人们可以从严苛的礼教秩序中暂时脱离，恣意

玩乐，欣赏百戏灯火，与君王近距离接触。

南宋时期，据吴自牧《梦粱录》载：“今杭城

（杭州）元夕之时，自十四为始，对支所犒钱酒。

十五夜，帅臣出街弹压，遇舞队照例特犒。街坊

买卖之人，并行支钱散给。此岁岁州府科额支

行，庶几体朝廷与民同乐之意⋯⋯更兼家家灯

火，处处管弦，如清河坊蒋检阅家，奇茶异汤，随

索随应，点月色大泡灯，光辉满屋，过者莫不驻

足而观。”花灯中歌舞升平，官府慷慨发放“开工

利是”，丰富的节日活动内容包含着祈愿开工大

吉的好彩头，官民同乐于此，节日热度不减。

明代的元宵节是城市公共性表现最强的节

日，京城百官放假十日，在东华门外形成灯市，

卖灯的商贩、买灯的顾客、观灯的游客，络绎不

绝，热闹非凡。“天下繁华，咸萃于此。勋戚内眷

登楼玩看，了不畏人。”（明代刘若愚《酌中志》）

为描写南方的元宵节，明人谢肇淛说：“富

贵之家，曲房燕寝，无不张设，殆以千计，重门洞

开、纵人游玩⋯⋯游人士女，车马喧阗，竟夜乃

散。”明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述杭州龙山放

灯的情景：“山无不灯，灯无不席，席无不人，人

无不歌唱鼓吹。”可见当时元宵盛况。

清代的元宵灯市依旧热闹，清中期前，京城

正月十三至十六，四晚灯火通宵，依然“金吾不

禁”。晚清北京，灯节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

盛，其次是工部、兵部，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

楼“亦稍有可观”；天津上元日，“通衢张灯结彩，

放花炬，遍地歌舞”；苏州元宵前后，家家户户的

锣鼓敲起来，“或三五成群，各执一器，儿童围绕

以行，且行且击，满街鼎沸，俗呼走马锣鼓”。

没人不爱元宵节

如今，元宵节已经历了千年风霜，但依然是

中华儿女心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在海外

华人聚居区也备受重视。除汉族以外，满族、朝

鲜族、赫哲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

伦春族、回族、锡伯族、藏族、白族、纳西族、苗

族、瑶族、畲族、壮族、布依族、黎族、仡佬族等多

个少数民族同胞，同样会在元宵节进行一系列

独具特色的活动。

其中，甘南地区的东山转灯、黔东南地区的

苗族舞龙嘘花习俗、赣西客家的元宵节庆、贵州德

江的炸龙习俗、黑龙江黑河的瑷珲上元节、山东淄

博的花灯会、北京密云的九曲黄河阵灯俗等 27项
地方性元宵节俗，已入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名录。从许多传统的民间游艺形式中，我们依然能

看到古代人们流连于花灯中狂欢的影子。

元宵节，中国古代人民从日复一日的生活

和工作中暂时脱离，暂缓了封建礼法和世俗事

务带来的压力。这一盛大节日超越了时空界限，

成为不分民族和阶层的场域和文化意象，也为

我国民间文化的传承提供了优越的载体。这一

场具备中国特色和文化内涵的“狂欢”，伴随着

春灯温馨、银月照天，喧闹又不失浪漫，教人如

何不爱它？

(作者系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综合
业务部馆员)

元宵节是如何成为“中国式狂欢节”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公元 3世纪左右，源自古印度的石窟艺术
经西域传入中国，又一路由北向南，最终在中国

西南落下一笔重彩，形成始建于唐宋的重庆大

足石刻。从宝顶山到北山，大足石刻以“五山”为

代表。北山摩崖造像一号像“韦君靖碑”，清楚记

录着从唐末经五代到南宋几百年的造像过程，

大足石刻因而也被称为“唐宋雕像的陈列馆”。

1999年 12月，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5年，耗时 8年的
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修复工程通过验

收，800多岁的千手观音重焕新生，宣告这个国
家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主体修复完工。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工程中，X光探伤、红外
热像探测、三维视频显微镜观察等现代科技，首

次在大型不可移动石质文物修复中应用。

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郭相颖，

今年已经 85岁。他 37岁来到这里，从无水无
电独自守山，到见证成功申遗，陪伴大足石刻

半个世纪。日前，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专访时，郭相颖说：“中国石窟寺保护 70年，
我在其中 50年。酸甜苦辣都尝过，十事九成
无遗憾，来世若有择业时，再卧青灯古佛前。”

中青报·中青网：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与大
足石刻结缘的？
郭相颖：1974年春天，我正式调到当时的

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工作。当时整个文物保管所

实际工作的职工，加上我只有两个人。我一个人

背了一个小铺盖卷，顺着烂泥路到山上去，当地

农民说“又来了个守菩萨的人”，还问：“听说你

是老师，现在来守菩萨，工资是不是要降级？”

那种情况下，我们自己也觉得确实有点

“青灯古佛旁”的凄凉。周围没有住户，条件艰

苦，每天要担起水桶，到有清水的地方去接水。

如果我一天能够挑到 4桶水（约 200斤），就很满
足了。有时候早上洗脸的水，还要留到晚上洗

脚。吃饭的柴米油盐，都要自己从城里背上山。

但是很怪，我上山后从没有见异思迁，我

就“生根”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石窟

的艺术感染力。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画画，上山

一看石窟，哎哟，那么多精美的雕塑！尽管生活

艰苦，要自己种地煮饭，就都不在话下了。

中青报·中青网：目前国内石窟保护面临
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郭相颖：石窟艺术本来是随着佛教从印

度传到中国的，而石窟在中国之多，现在的数

量说不定比印度还要多。我搞了一辈子石窟

保护，我们确实是“国宝不少、欠账太多”。现

在正在逐渐加大对这方面的保护，一方面是

经济条件、技术条件，另一方面是指导思想。

现在我们的经费比过去多，科技比过去

好，材料也比过去丰富，但我认为至今还是短

板的一点是石刻的风化——（石刻）面积又大

又广，暴露在自然环境中。石窟艺术跟保存在

博物馆的藏品大不一样，它是暴露在自然环境

中，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如果你用纯粹的库房

管理、陈列式的保护手段，远远不够。

中青报·中青网：此前大足石刻千手观音的
修复引发过争议，你怎么看？
郭相颖：补胎（补塑胎形——记者注）、贴

金、彩绘⋯⋯这个工程整整花了 8年，其实很长
时间是指导思想的辩论、确立的过程：该不该补

胎？该不该贴金？该不该彩绘？反对的人不少，但

我觉得这个工程是成功的。

现在我们提倡修旧如旧、保持原貌。什么叫

原貌？哪一天的原貌？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有现

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文物工作者陪伴

它的时间也短得很。其实（石窟）从古到今都在

贴金，只不过它剥落了、残缺了。我们应该从历

史的根源上去考察什么叫原貌。

所谓的化学保护，确实可以让掉粉、掉小石

子（速度）减缓，但是太容易失效了，保护时间

短，而且对石胎有影响。在没有成功的办法之

前，我是主张用传统材料，这些东西成本不高，

对本体没有什么损害。

当然，这是有条件的。根据有关材料，根据

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做出方案，经过审批以

后，高质量的工程队对典型作品进行一定的贴

金、彩绘，我认为是有好处的。过去用竹签、黏

土、木棍、生铁，很容易腐朽，现在有一些新材

料，我觉得也应该引进，至少可以思考。

这个修复工程也培养了人才。贴金本来是

一个非常普遍的民间工艺，只是这几十年断了，

所以我们得重新培养人。

中青报·中青网：现在参与大足石刻保护、
研究的年轻人多吗？
郭相颖：现在我们研究院的本科生、硕士

生、博士生、博士后⋯⋯那简直多得很，他们受

的教育比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好得多。

他们在大学学的是一些普遍的知识技能，

到了某一地方，必定还有那个地方特定的内容。

所以当年，凡是有大学生来，我首先就让他上

山。我说：“你先上山去，把你工作的对象认清楚

了。”这个做法现在也继承了下来，新来的同志

会去文物点，亲身体验怎样保护文物。

我常常给年轻同志讲一个我的人生体会：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板凳要坐十年冷，你要

踏踏实实去做。搞文物工作，有时候查资料、查

文献，一个字就耽搁你一两个月，要切忌烦躁。

从事文物工作是很自豪的事情。文化自信，

我们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传播历史文化不

仅启发他人的智慧，还提高了我们自身的智慧。

我们这一行，是把“老古董”变成“新文化”，我是

把文物工作当成历史课的第二课堂来对待。

中青报·中青网：你最近参与录制文化综艺
《万里走单骑》第二季，感受如何？
郭相颖：单霁翔同志本身很专业，用他的精力

和智慧，把世界遗产级的文物单位带动起来。文物

对于文化自信很重要，要晓得古代是什么样，就必

须要学古代的历史，必须要用文物来证实。《万里走

单骑》已经播出了，我也看了，这个节目很接地气。

中青报·中青网：文博工作者怎样才能更好
地让年轻人走近古代文化？
郭相颖：在历史文物面前，年轻人或者非本

行的人去接触它，都有一个“时代差”。要让古代文

化被现代人接受，第一，要当好“翻译”，要把古文

变成白话，让古代文化和现在的文化对接，讲解因

人而异，使观众能够顺利地理

解他们观察的对象。

第二，讲解要风趣、不死

板，而讲解者自己心里又要明

白知识传授才是目的，不是嘻

嘻哈哈笑一声就了了，要让

年轻人觉得有知识沉淀。

“来世若有择业时，再卧青灯古佛前”

郭相颖：守了大足石刻50年

□ 成 长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国立扶余文物

研究所近日对外披露，2021年在忠清南道
武宁王陵附近出土了一块墓砖，侧面刻 7
个汉字——“造此是建業人也”。

建業（建业），即今江苏南京。建业之名

使用时间仅限于三国东吴政权。东汉建安

十六年（211年），孙权徙治秣陵，此为南京
定都之始；次年（212年），孙权筑石头城，
改秣陵为建业；直至东吴天纪四年（280
年），吴为晋所灭，建业不再为国都，被更名

为建邺，后又避西晋末代皇帝司马邺讳更

名建康，为东晋、南朝所沿用。

韩国武宁王陵发现的墓砖上有“造此

是建業人也”七字，可以判断造砖者来自中

国南京。称“建业”而非“建邺”“建康”，说明

造砖者很可能是在吴亡之前来到今朝鲜半

岛的，即他是一名三国东吴人。

时隔两百年，“建业人”墓
砖从何而来

武宁王陵位于韩国南部忠清南道公州郡公州邑西北约 1公里的宋山
里，1971年发掘，被称为韩国 20世纪考古发掘的最大成果。墓中出土墓志
刻石、王冠、金器等众多国宝级文物，是研究百济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资料，

从中亦可见到诸多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影响的痕迹。

墓主人武宁王是百济第二十五代王，为东城王之次子，公元 501年至
523年在位。同时期中国为南北朝北魏-梁对峙时期，武宁王即位后遣使
赴梁朝朝贺，得到梁武帝的册封。

梁朝距离吴亡已过去 200余年，那为什么同时期的朝鲜半岛仍会存
有“建業”这样带有三国东吴烙印的物品呢？笔者以为可能有两种可能。

一是这块墓砖为三国时期东吴东渡朝鲜半岛的工人所造，而百济武

宁王陵在修建中，采用了前朝旧砖。这些砖可能是前朝砖厂未用完的材

料，也可能来自对旧有陵墓拆除的“二次利用”。

这种情况在中国的考古中屡有发现：如 1973年在河南省南阳市发现
了一座曹魏时期墓葬，墓中发现了著名的“许阿瞿墓志画像石”，据画像石

铭文可知画像石刻于东汉建宁三年（170年），应是原墓在汉末被掘毁，该
画像石被曹魏墓再度利用；又如 2015年发掘的河南洛阳西朱村曹魏墓
M1，在部分墓砖上发现有“永寿元年沈淮”的戳印，“永寿”为东汉桓帝的
年号，但这并不影响对墓葬年代为曹魏时期的总体判断，应理解为薄葬背

景下对东汉建筑材料的延续使用。

据媒体报道，韩国公州教育大学教授李炳镐（音译）表示，从墓砖上发

现“建業”可见，当时百济和中国有过交流。但“建业人”是参与砖石建造还

是参与整个石墓建造，尚难下结论。

二是这块墓砖可能为东吴东渡朝鲜半岛工人的后人所造，吴人东渡

之后，并不会随中国的朝代更替而改变对“建业”的称呼。他们即便客居他

乡，传宗数代，仍眷恋家乡，以“建业人”自居。

三国时期，开辟从江南至东北的海上航道

无论是哪种可能，这块“造此是建業人也”墓砖无疑是中国与百济交

往的见证者，它更将中国江南地区与朝鲜半岛南部的直接往来，追溯到了

1800年前的三国时期。
公元前 2世纪末至公元 4世纪左右，即中国西汉至东晋，今朝鲜半岛

南部分为马韩、辰韩、弁韩三个部落联盟，称为“三韩”。其中位于西岸的马

韩最强，分为五十余国，“大国万馀家，小国数千家，总十馀万户”。其中包

括一个由扶余人建立的“伯济国”（即百济国）。魏晋之时，百济国在马韩联

盟中逐渐取得强势地位，并进而取代马韩，具备国家政权的特征。

马韩-百济虽没有在陆路与中国接壤，但与中国隔海相望，海路交通便
捷。东汉末年以来，由于中原战乱，幽州、青州、冀州等北部沿海地区居民大批

渡海向朝鲜半岛迁徙。《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载：“桓、灵之末，韩濊强盛，

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这是朝鲜半岛政权被称为“韩国”的最早记录。

与此同时，立足东南的东吴政权拥有强大的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后

人称“舟楫为舆马，巨海为夷庚”。吴帝孙权亦十分重视海洋扩张，他曾派

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出海寻访传说中的夷洲、亶洲，夷洲即今台湾岛，

亶洲据推测为今日本九州、琉球一带。当时亶洲与东吴会稽郡（今浙江、福

建一带）已有民间海上往来，“（亶洲）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

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

为了对付强大的曹魏，孙权还试图与远在辽东（今辽宁一带）割据的公孙

渊进行海上之盟。嘉禾元年（232年），孙权“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至辽东”，
次年又下诏封公孙渊为燕王，令太常张弥等率万人浮海至辽东册封。虽然孙权

通辽东的计划后来因为公孙渊的背盟而破产，但他开通了从长江下游由海路

直通东北地区的航路。史称“吴虽在远，水道通利。举帆便至，无所隔限”。

在此基础上，东吴也第一次与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政权发生了接触。

《吴书》载，公孙渊背盟后，滞留辽东的吴使秦旦、杜德等逃奔至高句丽，

诈称他们是东吴派往高句丽的使者，途中为公孙渊所劫。高句丽王位宫大喜，

“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还，奉表称臣”。一年后，孙权又派使者拜位宫为单

于，加赐衣物珍宝，试图与高句丽联盟。尽管高句丽考虑到不敢得罪曹魏，拒

绝了与东吴联盟的请求，但东吴也获得了高句丽所赠的上等马八十匹。

史籍中虽未见东吴与马韩（百济）来往的记载，但可以想见，随着江东

至辽东、高句丽航路的开通，从中国东南沿海至朝鲜半岛西南部的马韩应

不是难事，而武宁王陵墓砖上的“建业人”可能就是在这时，经由这条海上

通路从东吴国都建业出发，抵达百济国。

一位从南京北渡朝鲜半岛的制砖匠人

那么，这位“建业人”会是东吴政权官方派往百济的工匠吗？笔者以

为，其更可能是以民间身份渡海迁徙过去的。

在日本曾出土发现了大批与魏晋时期铜镜相似的“三角缘神兽镜”，

数量超过 500枚。早期日本学者认为，这批三角缘神兽镜是在魏国铸造
后，通过赏赐的方式流入日本的，但中国学者王仲殊提出了“吴镜说”，认

为它们“是中国孙吴的工匠东渡日本，在日本制作的”。

比如，日本岛根县神原神社古坟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上有“本是京

师，绝地亡出”铭文。王仲殊认为，此处“京”应为东吴之京城（今江苏镇

江），这位造镜师正是从京城逃亡，东渡至倭国的。

当然，王仲殊的“吴镜说”在学术界仍有质疑。但我们可以推测，如果

在三国时存在从镇江东渡日本列岛的造镜师的话，那么一位从南京北渡

朝鲜半岛的制砖匠人的身影也就清晰了起来。

我们无法得知这位漂洋过海投身异国他乡的“建业人”背后有怎样的

故事，但好在，他用一块墓砖，让千年后的我们知道他曾经来过这片土地。

（作者系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出版作品有《列族的纷争：三国豪
门世家的政治博弈》《这样好读的历史：三国争霸》）

韩国发现

﹃
南京人

﹄
造的墓砖

一个三国匠人渡海而来

2月 10日，南京，市民前往夫子庙景区，选购秦淮花灯。 本组图片由视觉中国提供

2月 9日，西安

大雁塔北广场，唐代

乐器造型花灯吸引

眼球，图为古琴。

2月 9日，湖北

省襄阳市，主播在唐

城景区进行游玩直

播，让游客“在线”感

受元宵佳节。

2 月 10 日，浙江

省湖州市，德清县乾

元镇孔庙广场，村民

在表演舞龙。

扫一扫 看视频

郭相颖（右一）在千手观音修复现场。

受访者供图

扫一扫 看视频

“造此是建業人也”墓砖。

图片来自扶余文物研究所


